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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贵州马鞍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上、下文化层出土了大量动物碎骨. 利用动物考古的量
化单元对两个文化层动物骨骼组合的种属丰度和骨骼单元分布进行了量化, 并观察、分析了骨
骼表面痕迹的出现情况, 复原了上、下文化层沉积时期马鞍山遗址远古人类的狩猎和处置猎物
的行为, 发现早晚两期的远古人类除了对猎物的选择有所不同, 在搬运、处理和消费猎物的行
为上也存在着不同, 总体上讲, 晚期远古人类比早期远古人类对猎物资源开发得更彻底. 通过
对动物群组成、年代、环境和文化遗物的综合分析, 推测环境变化、人群迁移或者人口的激增
可能是导致上述不同产生的原因. 这一研究通过动物考古学方法复原了马鞍山遗址远古人类
的猎食行为及其变化情况, 为探讨中国晚更新世末人类的生存行为和演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
研究材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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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 文化遗物往往与动物骨

骼一起出土, 这些骨骼隐含着许多信息, 如远古人类
的肉食食谱, 他们获取猎物的策略, 运移和处理猎物
的倾向等等, 对它们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复原远古人类的行为及其生活场景. 长期
以来, 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是以
种属鉴定和特征描述为主, 定性分析远远多于定量
分析, 提取出的信息都是比较宏观的, 大量可以反映
人类行为的信息常被忽视. 本文着重用定量分析的
方法, 以马鞍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 对 

其种属、部位以及骨骼表面上的痕迹进行系统量化研

究,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远古人类的生存策略, 阐释他
们的行为变化, 探讨变化产生的可能原因.  

1  遗址概况 

马鞍山遗址位于贵州省桐梓县境内, 离县城东
南 2 km 左右(图 1), 地理坐标约为 106°49′37″E, 
28°07′18″N, 系一处洞穴遗址, 洞穴地面高出天门河
水面约 40 m, 海拔 960 m, 洞穴敞口北偏东[1]. 

该遗址分别于 1986和 1990年经历过两次系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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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鞍山遗址位置 

 
掘[2], 揭露面积约为 48 m2, 深度约 2 m左右. 发掘者
将堆积分为 9个自然层(图 2), 自上而下描述如下:  

第 1 层表土层, 由颗粒较小而且疏松的灰土和灰黑土
组成 , 部分保存三合土地面 , 其中夹有小块的角砾 (3~5 
cm). 该层含陶片和现代遗物, 厚约 5~10 cm.  

第 2 层棕黄色亚黏土夹少量角砾, 堆积致密, 只见于
发掘区域西部. 该层含陶片和现代遗物, 厚约 20 cm.  

第 3 层灰、黑、褐、黄、红等杂色土, 不分带, 混杂
在一起, 其中夹有薄层灰烬和较多小块的角砾. 该层富含
石制品和动物骨骼, 厚约 30 cm.  

第 4层黏土角砾层, 土色较第 3层稍浅, 呈淡黄色, 堆
积致密, 含角砾较多, 一般长为 2~3 cm, 5 cm以上的也比
较常见. 该层含少量的动物碎骨和石制品, 厚约 25 cm.  

第 5 层深褐色亚黏土层, 夹薄层灰烬, 并含较多的灰
岩角砾, 偶见 10 cm 的次圆角砾. 该层含大量的动物碎骨
和石制品, 厚约 25~40 cm.  

第 6 层棕褐色黏土层, 质细而粘, 含角砾极少, 质地
相当纯, 堆积致密, 含水分大. 该层富含大量的动物碎骨
和石制品, 厚约 25 cm.  

第 7 层角砾层, 角砾大小混杂, 其中夹粗砂, 还有部
分次圆角砾和个别的砾石. 在上部粗粒砂占 10%, 往下土
量增加, 带有黄色风化壳的砾石增多. 该层含大量的动物
碎骨和石制品, 厚约 35 cm.  

第 8层棕黄色亚黏土层夹大量角砾, 与第 7层界线不
十分清楚 , 此层含大块砾石 , 最大的可超过 52 cm×40 
cm×32 cm, 长大于 20 cm 的比较常见, 土质很粘, 呈团块
状. 该层含少量化石和石器, 厚约 25 cm.  

第 9层灰绿色页岩风化壳.  

其中, 第 6层与第 7层之间有清楚的侵蚀面, 代
表一个沉积间断[3]. 原研究者根据遗址出土的人工制 

 
图 2  马鞍山遗址地层 

 

品和动物群差异将侵蚀面之下归为下文化层(指第
7~8层, 第 9层为志留系韩家店组灰绿色页岩风化壳, 
没有文化遗物出土, 因此没有归为下文化层), 侵蚀
面之上归为上文化层(指第 3~6 层, 第 1~2 层为混杂
层, 含陶片和现代遗物, 因此没有归为上文化层). 其
中, 下文化层的石器粗大, 长度一般超过 40 mm, 不
见磨制骨器, 动物化石多属大型有蹄类, 如水牛和中
国犀等; 上文化层的石器长度则多小于 40 mm, 发现
了磨制的骨锥、骨镞和刻纹的骨棒等.  

马鞍山遗址的绝对年代是通过铀系和 14C测年获
得的, 表 1 列出了迄今为止所有测年结果. 其中, 应
用 AMS14C测年方法获得第 7和 8层的年代比第 4~6
层都年轻, 即出现了年代倒置的现象. 原有的铀系法
测年显示, 第 8层的年代在 53 ka BP左右, 而 14C测
年的适用范围是 0.1~50 ka BP, 因此第 8层的年代可
能超出了这个范围. 此外, 第 7和 8层的动物骨骼石
化比较严重, 且被铁锰元素污染, 可能不适合进行
14C 测定, 推测这两个因素可能对测年准确度造成了
影响, 导致了年代倒置现象的产生. 上文化层的动物
骨骼没有石化; 第 3, 4, 5和 6层的年代都在 0.1~50 ka 
BP 以内, 也没有发生倒置现象, 而且第 3 层的最新 



 
 
 

 
张乐等: 马鞍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古人类行为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1258 

测年数据与 1988 年发表的两个年代数据相差不大, 
前者为 19.295 ka BP, 后者为(18±1) ka BP(铀系法)和
(15.1±1.5) ka BP(14C法). 因此, 在最新的 14C测年中
本文采用第 3~6层的测年数据, 结合以往发表的数据, 
认为上文化层的年代在 15~31 ka BP左右, 下文化层
的年代在 53 ka BP左右.  
 

表 1  马鞍山遗址地层测年数据 a) 
层位 14C年龄/ka BP 铀系法年龄/ka BP

19.295 ± 0.065 18 ± 1[1] 
3 

15.1 ± 1.5[1]  
4 29.17 ± 0.11  
5 29.48 ± 0.135  
6 31.155 ± 0.14  
7 19.26 ± 0.09  
8 25.31 ± 0.125 53[4] 

a) 未标注的数据为本文作者在北京大学 14C 实验室应用
AMS 14C测年方法获得 

综上,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在地层堆积、人
工制品组成、动物群组成以及年代上都存在一定的差

异. 本文首先利用量化单元对上、下文化层的动物种
属组成进行量化, 然后分析这两个动物骨骼组合在
骨骼单元分布和骨骼表面痕迹上的异同, 以辨别在
上、下文化层沉积时期原始居民在猎物选择以及获

取、搬运和消费猎物等行为上的差异.  

2  远古人类的主要猎食对象 
两次发掘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骨骼包括可鉴定

标本(是指可鉴定到骨骼部位的标本 , 用 NISP(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 per taxon)表示) 4358件
(上文化层 2892 件, 下文化层 1466 件), 其中头骨和
头后骨 3682件(上文化层 2405件, 下文化层 1277件), 
牙齿 676 件(上文化层 487 件, 下文化层 189 件). 根
据对牙齿和角的鉴定, 将它们归于 5目 13科 15个种
属的动物(见表 2), 并利用 MNI量化单元对各种属在
遗址中出现的个体数量进行了计算.  

MNI(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 animals)
的中文名称是最小个体数, 它的功能是计算一个分
类单元中的标本最少代表几个个体. 计算方法是判
断这类动物骨骼的部位, 然后将统计的数量聚拢起
来选择最大值[5]. 比如, 某遗址出土的水鹿骨骼标本
中有 3个左侧楔状骨和 6个右侧楔状骨, 并且在所有 

骨骼部位数中 6是最高值, 这时水鹿的 MNI为 6. 通
过这一量化单元的计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计出各

种属的个体数量, 从而显示考古遗址中哪种或哪几
种动物的个体数量最多, 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最息息
相关.  

如表 2 所示, 在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中, 水鹿
MNI 的百分比达到了 38%, 远远高于其他种属 MNI
的百分比. 在下文化层中大型动物—水牛、中国犀

和东方剑齿象 MNI 的百分比都高于 15%, 而其他种
属 MNI的百分比都低于 10%.  

为了了解大、中、小型动物的 MNI 在马鞍山遗
址上、下文化层的分布情况, 该遗址的动物种属被划
分为 4个大小等级: 第Ⅰ等级麂大小的动物(10~50 kg
活体体重), 包括猕猴、大灵猫、獾、小野猫、狼、麂
和鬣羚; 第Ⅱ等级水鹿大小的动物(100~200 kg 活体
体重), 包括黑熊、大熊猫、水鹿和猪; 第Ⅲ等级水牛
大小的动物(300~1000 kg 活体体重), 包括水牛和貘; 
第 IV等级犀牛大小的动物(1000~3000 kg活体体重), 
包括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将动
物按照体型进行等级划分, 还可以将难于分类的碎
骨进行容易操作而且主观性较小的归类, 从而有利
于进一步研究远古人类对动物肉食和油脂开发的特

点和能力[6].  
如图 3所示, 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中、小型动物

MNI 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大型动物, 其中第Ⅱ等级动
物 MNI 所占的比例达 46%, 仅水鹿的 MNI 已达到
38%, 而第Ⅲ, Ⅳ等级动物MNI之和的比例仅占 22%; 
下文化层则是大型动物MNI的比例占优势, 第Ⅲ, Ⅳ
等级动物 MNI 之和的比例占 62.5%, 而水鹿 MNI 的
比例仅占 9.38%. 因此,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动
物群的个体组成存在显著不同, 上文化层中型动物
在数量上占优势, 而下文化层则是大型动物占优势.  

对动物骨骼表面痕迹的研究显示, 该遗址具有
啮齿类磨牙痕迹的标本数量较少, 其中在上文化层
发现 20 件, 占该层全部标本的 0.8%, 在下文化层发
现 34 件, 占该层全部标本的 2.7%, 都远远低于啮齿
类洞穴中具有磨牙痕迹的标本比例(22%~100%)[6]; 
具有食肉动物啃咬痕迹的标本只有 5件, 占可鉴定痕
迹标本总数的 0.3%, 这一数值远远低于食肉动物啃
咬实验获得的数据 82%. 因此, 上、下文化层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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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大型哺乳动物各种属最小个体数的分布 
动物名称 上文化层 MNI 百分比/% 下文化层 MNI 百分比/% 

猕猴 Macaca sp. 6 12 3 9.38 
东方剑齿象 Stegodon orientalis 2 4 7 21.88 
大灵猫 Viverra sp. 1 2   
獾 Meles sp. 1 2   
小野猫 Felis microtus 1 2   
狼 Canis sp. 3 6 1 3.13 
黑熊 Ursus sp. 2 4 1 3.13 
大熊猫 Ailuropoda sp. 1 2 1 3.13 
麂 Muntiacus sp. 3 6 2 6.25 
水鹿 Cervus unicolor 19 38 3 9.38 
鬣羚 Capricornis sp. 1 2   
水牛 Bubalus sp. 5 10 6 18.75 
猪 Sus sp. 1 2 1 3.13 
中国犀 Rhinoceros sinensis 3 6 5 15.63 
巨貘 Megatapirus augustus 1 2 2 6.25 

 

 
图 3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各等级动物MNI的分布情况 

 
骨骼应该不是啮齿类和食肉类动物携带到洞穴中的.  

沉积物分析显示, 第 3~6层主要由黏土组成, 夹
少量角砾, 第 7~8 层主要由角砾组成, 各层的角砾棱
角分明, 没有被磨圆的现象. 骨骼组合中也没发现被
水流磨蚀过的标本, 且各层动物骨骼大小混杂, 无明
显的分选和定向排列现象. 发掘记录显示在各层均
发现了集中分布的灰烬堆积, 没有被水流改造的痕
迹. 综上所述, 上、下文化层的动物骨骼应该不是水
流作用聚集到洞穴的, 而是原地埋藏. 由于出土的动
物骨骼与大量石制品和灰烬堆积共生, 而且还有一
定数量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和烧烤痕, 表明远古
人类在此生活并与这一骨骼组合的形成有密切的关

系.  
所以,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动物个体组成的

差异应该是远古人类的猎食对象发生了变化, 在早
期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狩猎大型动物, 主要对象是水 

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 而晚期则倾向于猎取水鹿
和猕猴等.  

3  古人类对猎物的选择性搬运 
White[5]认为当远古人类面临不能将猎物全部带

回驻地的情况时, 他们会在屠宰场将猎物肢解, 然后
倾向将肉多的部位带回驻地消费, 而将肉少的部位
处理后丢弃. 因此对骨骼各部位的出现情况进行研
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探知远古人类选择性搬运猎物

的倾向.  
MAU%是能够表现某类骨骼单元出现频率的量

化单元 [7,8]. 例如, 在对比遗址出土的水鹿肋骨单元
与肱骨单元的出现频率时, 即应该使用这一量化单
元. 一个水鹿个体具有 28根肋骨、2根肱骨, 如果单
纯对比肋骨和肱骨的骨骼部位数即会产生肋骨的数

量多于肱骨的误解. 使用 MAU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它的计算方法是用遗址中出土的某类骨骼部位数量

除以这一部位在一个个体中的出现数量. 例如, 发现
的肱骨骨骼数量为 9, 则用 9 除以肱骨在一个个体中
的出现数量 2, 4.5即肱骨的骨骼单元数量. MAU%是
对 MAU 的标准化处理, Binford[7]将一个骨骼组合中

MAU 的最高值看作是 100%, 而其他的 MAU%值则
据其派生出来. 譬如, 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Ⅱ等级
动物MAU的最高值为腕/跗骨 21, MAU%则为 21÷21= 
100%; 桡骨的 MAU为 10, 则其 MAU%值为 10÷21= 
47.62%. 进行这样的标准化处理后, 即可以对数量级
别不同的组合的骨骼单元分布情况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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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第Ⅰ~Ⅳ等级动物的
MAU%值绘入面积图(图 4)后发现, 上、下文化层动
物骨骼单元分布既有相同点, 又有不同点.  

相同点: (1) 椎骨、肋骨、肩胛骨和髋骨的MAU%
都不占优势, 椎骨中的寰椎和枢椎完全不见, 可能是
远古人类不倾向于将这些骨骼带回驻地造成的, 但
也有可能是骨骼密度较小、海绵质的抗破坏能力较差

造成的(椎骨、肋骨、肩胛骨和髋骨主要由海绵质组
成). 骨骼密度不同, 它们抵抗腐蚀和破坏的能力也
不同, 密度越高越有利于骨骼的保存, 骨松质(海绵
质)往往没有骨密质保存状况好[9]. (2) 第Ⅳ等级动物
骨骼组合都以头部和肢端骨骼(肢端包括腕/跗骨、掌/
跖骨和指/趾骨)占优势, 这可能是远古人类迫于动物

体型太大, 只能将肉食部分带回驻地, 而将大部分骨
骼抛弃在猎杀动物的地方造成的; 肢端骨骼数量较多
可能是远古人类将之作为皮容器的把手(handles)被带
回洞穴的结果, 民族学资料中即有这样的记载, 猎物
被杀死后猎人常以剥下的兽皮作为运送内脏和碎肉的

容器(the meat filled hide), 而肢端则被当作运送猎物
时把握的部分保留在兽皮上[10]; 头部的结构复杂, 很
难在短时间内对其营养物质进行较为彻底的开发[11], 
因此头部单元数量较多可能是远古人类倾向于将之

带回驻地再对营养物质进行开发的结果. 头部单元
的数量高于足部可能是骨骼密度不同造成的: 头部
的数量由牙齿确定, 而牙齿的密度远远高于足部骨
骼的密度[12], 所以它们被保存下来的几率更高. 

 
图 4  马鞍山遗址上、下文化层的骨骼单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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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 下文化层第Ⅰ~Ⅲ等级动物上、中部肢
骨(上部肢骨指肱骨和股骨; 中部肢骨是指桡骨和胫
骨, 它们富含肌肉和脂肪)的 MAU%在各个骨骼组合
中的优势地位比较明显, 往往仅次于甚至超过头骨
部分的 MAU%; 上文化层上、中部肢骨 MAU%的优
势地位则不明显, 在第Ⅱ等级的动物骨骼组合中甚
至低于肢端的 MAU%. 我们据此推测, 马鞍山遗址
早期的远古人类更倾向于将富含肉食和骨髓的上、中

部肢骨带回驻地, 而晚期的远古居民对于上、中部肢
骨的选择性搬运则不明显. 

4  剔肉行为 
远古人类在狩猎后会对动物尸体进行剥皮、肢解

和剔肉处理,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 人类使用的工具会
接触到动物骨骼, 从而可能在其表面产生切割痕迹.  

典型切割痕迹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痕迹断口

较深, 呈 V字型, 深宽指数较小(深宽指数值为宽:深); 
(2) 痕迹内部往往存在平行于痕迹本身的细小划痕[13] 
(microstriation, 由于人类使用的工具边缘上可能存
在凹凸, 它们与骨骼刮蹭即产生细小划痕, 见图 5 中
的 c); (3) 切割痕迹往往呈近似平行的状态成组出现
(见图 5中的 a, b和 c), 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多次重复同
一动作造成的结果.  

本节研究重点集中在上、中部肢骨骨干(包括肱
骨、桡骨、股骨和胫骨)和肋骨骨体部分, 因为其他部
位或发现的数量较少(如肩胛骨、盆骨和椎骨), 缺乏
一定的统计意义, 或其上主要附着兽皮和筋腱(如掌/
跖骨和指/趾骨), 很难有效地区分表面的切割痕迹是 

 
图 5  马鞍山遗址骨骼标本上的切割痕迹 

剥皮、获取筋腱还是剔肉行为造成的.  
长骨由骨骺、近骨骺和骨干组成, 骨骺部分是关

节相联结的部位, 肢解动作可能在骨骺处造成切割
痕迹; 近骨骺部位是指骨骺和骨干过渡的部分, Ca-
paldo[14]认为肢解技术不熟练的人往往会在此处造成

切割痕迹; Binford[15]认为骨骺和近骨骺处是大量肌

肉附着的部位, 因此出现在这里的切割痕迹也很有
可能是剔肉动作造成的; 对于骨干上的切割痕迹学
者们普遍将之与剔肉的动作联系在一起, 因为骨干
上附着大量肌肉, 而且距离关节处较远, 即使不谙熟
屠宰技术的人也很难在肢解时在骨干上造成切割痕

迹. 因此, 有关剔肉行为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遗址出土
的第Ⅱ和第Ⅲ等级动物上、中部肢骨骨干标本上(发
现的第Ⅰ和第Ⅳ等级动物长骨数量较少, 某些长骨
的标本数量往往只有 1~2 件, 甚至不见, 因此没有纳
入本次研究).  

实验表明, 剔肉越彻底在骨骼表面产生的切割
痕迹出现频率越高[16,17]. Domínguez-Rodrigo[16]雇佣

了肯尼亚 Massai 和 Mwalangulu 的牧人对中型食草 
类—斑马和角马的腿部进行了彻底剔肉的实验 , 
其中, 斑马和角马的活体体重在 200 kg左右, 与马鞍
山遗址的第Ⅱ等级动物相似. 图 6 显示, 下文化层的
数据点全部分布在由 Domínguez-Rodrigo的 5组实验
数据确定的 95%置信区间内, 而上文化层肱骨、股骨
和桡骨骨干的点落在区间外. 因此, 推测早期远古人 
类用石制品对猎物上、中部肢骨的剔肉处理比较彻 

 
图 6  第Ⅱ等级动物长骨骨干部分的切割痕迹 

出现频率与实验数据的对比 
● 代表下文化层第Ⅱ等级动物长骨骨干部分的切割痕迹出现频率 
■ 代表上文化层第Ⅱ等级动物长骨骨干部分的切割痕迹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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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而晚期远古人类用石制品进行的剔肉处理可能
不彻底. 图 7 显示, 马鞍山遗址下文化层第Ⅲ等级动
物长骨骨干的切割痕迹出现频率也较高, 而且明显
高于上文化层, 所以, 早期远古人类用石制品对第Ⅲ
等级猎物上、中部肢骨肉食的开发可能也比晚期远古

人类彻底. 

 
图 7  第Ⅲ等级动物长骨骨干部分的切割痕迹出现频率 

 

肋骨与上、中部肢骨都是多肉的部分, 对这两部
分切割痕迹出现频率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远古人类对它们剔肉时是否存在偏好. 在上
文化层, 第Ⅱ和第Ⅲ等级动物肋骨的切割痕迹出现
频率(31.70%和 32%)略高于上、中部肢骨切割痕迹出
现频率的最高值 (26.31%和 25%), 而在下文化层
(27.27%和 15.38%)则远远低于上、中部肢骨切割痕迹
的最高值(75%和 53.85%). 据此推测, 晚期远古人类
用石制品对多肉的胸部和腿部肉食的开发没有明显

偏好, 而早期远古人类则更偏重于用石制品对上、中
部肢骨进行剔肉处理.  

在这里强调“用石制品”进行剔肉, 因为使肉脱
骨的方法很多, 远古人类对肉食开发完全可以借助
其他方式, 如用手撕扯和用牙齿啃咬, 但是由于相关
动作很难在骨骼表面形成可辨的痕迹, 因此推测只
能终止于用石制品对肉食开发的程度. 所以, 通过下
文化层标本表面切割痕迹的高出现率以及它们与实

验数据的对比, 可以推测早期远古人类对猎物上、中
部肢骨的肉食开发得比较彻底; 但根据上文化层标
本表面切割痕迹的低出现率则不能完全推断晚期远

古人类对猎物的肉食利用得不彻底, 因为他们可以
通过“用石制品”剔肉以外的方式从骨骼上获得肉食.  

5  烤肉行为 
Gifford-Gonzalez[18]通过对东非图尔卡纳湖Dass- 

anetch 现代原始民族的相关行为的观察发现: 骨骼上 
烧烤痕迹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示骨骼是在肉

食被加热阶段还是在消费骨髓阶段与炭火接触的 . 
例如, 一件长骨标本只在关节处出现烧烤的痕迹, 说
明在与炭火接触时, 其他的部位是被肉食覆盖的, 那
么这种痕迹应该是远古人类在处理肉食时产生的 . 
Buikstra和 Swegle[19]通过实验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发
现带肉的骨骼由于某些部分有肉附着, 阻隔了炭火
的作用, 而保持了骨骼原有的颜色, 无肉附着的部分
则直接暴露在炭火中, 呈现被碳化的黑色. 因此, 根
据民族学和实验材料, 被部分碳化的骨骼可以与人
类烤肉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在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 被部分碳化的骨骼(图
8)占所有具有烧烤痕迹标本数量的 35.96%, 在下文
化层, 被部分碳化的骨骼占所有具有烧烤痕迹标本
数量的 14.81%, 远远低于上文化层. 其中, 上文化层
被部分碳化的第Ⅱ等级动物上、中部肢骨标本所占百

分比平均值为 2.49%, 被部分碳化的第Ⅲ等级动物
上、中部肢骨标本所占百分比平均值为 4.08%. 下文
化层不存在被部分碳化的第Ⅱ等级动物骨骼, 被部
分碳化的第Ⅲ等级动物上、中部肢骨标本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为 0.56%, 远远低于上文化层的相应数值
4.08%. 所以, 据此推测马鞍山遗址晚期的远古人类
可能比早期的远古人类更倾向于对第Ⅱ和第Ⅲ等级

动物的腿部进行带骨烧烤.  
烧熟的肌肉会失去大量水分, 因而韧性降低, 肌

纤维容易被割断; 由于失水, 肌束与肌束之间相隔的
肌束膜的韧性也降低, 因此即使不用石制品也容易
将肌肉延肌纤维的长轴方向进行分割. 所以, 从腿骨
上获得烧熟的肌肉可能会减少甚至不需要石制品与骨 

 
图 8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被部分碳化的骨骼标本 



 
 
 

 
中国科学 D辑: 地球科学   2009年 第 39卷 第 9期 

 

 

1263 

骼表面接触, 也就是说, 上文化层第Ⅱ和第Ⅲ等级动
物长骨骨干部分的切割痕迹出现频率低于下文化层

可能是晚期远古人类比早期远古人类更倾向于对大

中型猎物的腿部进行带骨烧烤的结果.  

6  讨论 
通过动物种属丰度、骨骼单元分布和骨骼表面痕

迹分布情况的研究, 我们发现马鞍山遗址的早期远
古居民主要狩猎水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等大型动

物, 倾向于将上、中部肢骨部分带回驻地, 用石制品
对上、中部肢骨的肉食开发得比肋骨部分更彻底. 晚
期原始居民则主要狩猎水鹿和猕猴等中小型动物, 他
们可能倾向于将猎物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带回居住地, 
用火对第Ⅱ, Ⅲ等级动物进行带骨烧烤, 用石制品对
上、中部肢骨和肋骨等部位进行没有明显偏好的剔肉

处理.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推测, 马鞍山遗址的早期远
古居民对猎物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 具有一定的选
择性, 而晚期远古人类则对猎物资源利用得比较充
分. 以下 3个假说可能是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1) 环境变化说, 即环境变化影响古人类行为的
变化. 马鞍山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处于 50 ka BP左右, 
属于 MIS3 阶段. 该阶段是寒冷干燥的末次冰期中的
一个间冰阶, 其时间大致在距今 55~25 ka BP 之间, 
研究表明, 这一阶段我国气候以增温增雨为主要特
征, 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使得动植物资源相对比较
容易获取[20]. 由于气候适宜, 食物丰富, 这一时期马
鞍山遗址附近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可能比较繁盛, 且
数量较多. 但在 3 万年左右, 中国华南地区间冰阶结
束, 气候由温暖湿润向干寒方向转化[21]. 遗址上文化
层的时代主要在此之后, 由于气候的变化, 对生存环
境条件要求较高的大型动物—东方剑齿象、中国犀

和水牛等由于迁徙或死亡而数量变少. 因此, 晚期的
远古人类只能选择主要狩猎中小型动物. 由于大型
动物的减少, 猎物资源可能没有早期丰富, 所以晚期
的远古人类选择将更多的骨骼部位带回驻地以获得

充足的营养物质, 并倾向于用火处理猎物的肉食.  
在全新世, 东方剑齿象和中国犀等大型动物已

经基本灭绝, 即在更新世晚期它们的数量可能就开
始减少[22]. 但是, 以往有关华南地区晚更新世动物群
的研究没有记录动物个体的组成和比例情况, 因此 

我们不能判断在间冰阶结束后华南地区大型动物的

数量是否在减少, 继而不能断定马鞍山遗址远古人
类对猎物选择的变化是大型动物减少造成的.  

(2) 人群迁徙说, 即人群迁徙导致古人类行为的
差异. 间冰阶结束后, 北方的气候变得寒冷, 可能有
一部分人群向南方迁徙, 并占领马鞍山遗址. 在北方, 
处于 MIS3阶段的遗址主要有织机洞下文化层(50~35 
ka BP)[23]、爪村迁安(50~37 ka BP)[24]、山顶洞遗址

(34~27 ka BP)[25]、小孤山遗址(40 ka BP左右)[26]、和

顺当城遗址(30 ka BP 左右)[27]、峙峪(28 ka BP 左
右)[28]、塔水河(26 ka BP 左右)[29]和甘肃环县刘家岔

(50~35 ka BP)[30]等, 这些遗址的动物骨骼都主要属
于中小型动物, 如鹿、野驴、野马和羚羊等, 大部分
遗址虽然发现了犀化石, 部分遗址发现了象化石, 但
除甘肃环县刘家岔遗址犀化石数量较多外, 其他遗
址大型动物的数量似乎都不占优势. 因此, 早晚两期
动物群个体组成的不同可能是人群迁徙造成的, 即
迁徙来的北方人群或已经吸收了北方技术传统的人

群占领马鞍山遗址后, 仍然以狩猎中小型动物为主
(狩猎技术和狩猎工具使然), 所以动物群个体组成情
况区别于早期, 他们搬运和处理猎物的习惯与早期
相比也有所差异.  

人工制品的初步研究显示, 磨制的骨锥、骨镞、
刻纹的骨棒等均出土于上文化层, 年代应该不晚于
1.5 万年. 根据现有发现, 这是中国华南地区具有磨
制骨器的遗址中年代最早的. 骨器的器型以及装饰
品的钻孔与小孤山和山顶洞等遗址的骨器都很相  
似[31,32], 但是年代晚于后者. 因此, 马鞍山遗址与山
顶洞、小孤山等遗址磨制骨器的相似性和它们年代的

早晚关系为人群迁徙导致差异产生的假说提供了有

利的证据. 对遗址出土石制品系统研究将为两个文
化层石器组合的异同提供更具体的量化证据.  

(3) 人口增加压力说. 研究显示, 旧石器晚期偏
晚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动物种

类与前期相比增多, 尤其是小型动物, 种类和数量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加, 学者们推测这可能是人口增
加、生存压力增大导致远古人类的狩猎对象更广泛, 
逐渐转向捕猎繁殖能力较强、能够提供较为稳定肉食

的动物的结果[33,34]. 表 2 显示, 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
发现的大型哺乳类种类为 15 种, 而下文化层只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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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而且晚期的小型动物个体数量所占比例也远远
高于早期(图 3); 此外, 在上文化层还发现了鸟类和
大量啮齿类动物的骨骼, 尤其是竹鼠和豪猪的骨骼, 
但是下文化层却没有发现此类动物(对啮齿类动物和
鸟类进行的系统研究将另文发表). 因此, 马鞍山遗
址上、下文化层动物种属组成的差异可能是人口增加

的压力造成, 迫于人口压力晚期远古人类的狩猎对
象范围变宽, 对猎物开发得也比早期彻底. 但是, 狩
猎对象范围变宽也可能是狩猎方法改变的结果, 研

究显示, 网捕、套捕和陷阱等非选择性的方法也会造
成狩猎对象的庞杂[35].  

以上 3 种假说都具有支持的证据和局限之处, 
早、晚两期远古人类在对猎物的选择和处理行为上的

显著不同可能是环境变化推动的, 也可能是人群迁
徙造成的, 还可能是人口增加推动的, 更有可能的是
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类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到底是哪种或哪几种动因最终促成了上述的差异 , 
还有待于更系统、更深入地开展相关工作来证明.  

致谢    已故的张森水先生以及龙凤骧、安家瑗、王新金、蔡回阳对马鞍山遗址进行了发掘, 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

材料; 祁国琴、张兆群、邓涛、同号文研究员和刘金毅老师在动物种属鉴定中给予了帮助; 审稿人对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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